宗教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哥白尼革命”——读《宗教市场论》

魏德东

一、引言

“正如有一个社会和文化的世俗化，也有一个意识的世俗化。简单地说，这意味着

现代西方已经造就了越来越多这样的个人，他们不用宗教解释来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生

活。”
到“21世纪，宗教信徒可能只在极端小教派中才能找到。这种小教派挤在一起

以抵抗一个世界范围的世俗文化。”

“我想我和大多数其他宗教学家在1960年代就世俗化所写的东西是个错误。我们

的潜在论述是说世俗化和现代性携手并行。越现代化就越世俗化。它并不是个荒诞的理

论，是有些支持的证据的。但是我想它基本上是错误的。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确实不

是世俗化的，而是非常宗教的。”
 

这三段语录出自一人之口，这就是宗教社会学大师皮特·伯格(Peter Berger)。前面的宣言发表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代表了颠峰时期的世俗化理论对宗教末日的预言；后面的纠正出现在30年以后，在距离21世纪还有3年的时候，大师发现世俗化远远没有吞噬宗教。

伴随这一思想转折的，是近10年来宗教的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一场堪称“哥白尼革命”式的“范式转换”
。这一转换的核心内容是：长期以来占据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主流的世俗化理论，让位于新的思维范式——宗教市场论。

这一新范式的创立是一个时代思想智慧的结晶，其中的核心人物是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值得中国读者高兴的是，反映宗教市场论的代表性著作，斯达克与罗杰尔·芬奇(Roger Finke)的合著——《信仰行传——解释宗教的人的方面》中文版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承蒙译者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博士惠赠，我有幸在中文版面世以前读到了译文，并将其作为研究生课程“宗教社会学专题”的重要研读资料。本文即从宗教市场论这一新研究范式的产生背景、基本内容及其在世界各种文化中的适用性等方面介绍此书的主要精神，并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谈谈初步的体会。

2、 世俗化命题的终结

作为长期以来占据宗教研究主流的思潮，世俗化命题的内涵见仁见智。然而就其源头而言，它来自宗教必将终结，人们将“成熟到不再需要”超自然之物这一判断。

早在17世纪，英国人就开始倡导这一观念。就现在所能找到的资料看，自由思想家托马斯·沃尔斯顿（Thomas Woolston，1670-1731）最先为宗教的灭亡预定了日期，他在1710年前后的著述中充满信心地写到，基督教将在1900年前消失。“宗教不过是原始时代的残余，其灭绝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类判断成为近3个世纪以来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声音，直至伯格将宗教基本消亡的日期预定在21世纪之前。

然而，世俗化理论遇到了美国宗教历史的致命挑战。自19世纪以来，美国宗教似乎一直在发展，丝毫没有显示出消亡哪怕是衰弱的趋势。1818年，英国人维廉·柯贝特（William Cobbett）曾在写给家乡伯特雷（Botley）人的信中就曾感叹：

这里有很多教会。不少于三个圣公会（或英国）教会，三个长老会，三个路德会，

一两个贵格会聚会点，两个卫理会场所，所有这一切都在我座位的六英里之内。而且，

啊，这些不是简陋破旧的教堂；而是每一个都比伯特雷教堂更大更好更漂亮。教会院子

维持得很整洁，几乎每个坟墓都有墓碑。至于贵格会聚会点，它会把伯特雷教堂吞进肚

里，如果你把它的尖顶去掉的话。

亚力克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0-1831年游历美国时，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想：“基督教所维系的对于人们灵魂的影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大”。
19世纪中叶，瑞士神学家飞利浦·沙佛（Philip Schaff）观察到，出席纽约路德会教堂的人数比柏林高得多。

特别令人惊诧的是，在最近的一个半世纪，美国逐渐发展成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美国人的宗教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教会成员的比率实际上增加了1倍
，其它的宗教信仰指数也平稳中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宗教性最强的发达国家。

世俗化命题在欧洲也遇到了诘难。首先，没有研究证明欧洲人的宗教参与有持续下降。斯达克在本书第3章以大量事实驳斥了“过去虔敬的神话”，指出在西欧和北欧现代化开始之前的很多个世纪，欧洲人的宗教参与水平一直就很低，从来不曾有过什么“信仰时代”。劳伦斯·埃纳孔在1996年用问卷数据为18个国家（多数在欧洲）重构了自1920年以来的教会出席率，发现在其中的15个找不到跟世俗化有任何相一致的趋势。安竹·格瑞利则干脆利落地指出：“不可能有欧洲的非基督教化……因为本来就没有基督教化。基督教欧洲从来就没存在过。”


拒绝欧洲世俗化论断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在的研究没有显示出有一个“科学无神论”时代的到来，欧洲人的主观宗教性程度依然很高。以冰岛为例，它被看作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或接近完全世俗化了国家，只有2%左右的人每周去教堂。然而，维廉·斯瓦透斯（William Swatos）在1984年的田野报告中指出，冰岛家庭存在很高程度的宗教：受洗礼的比例很高，几乎所有的婚礼都在教堂举行，报纸讣告经常肯定个人不朽。1990年的世界价值观问卷调查表明，81%的冰岛人确信死后有生命，88%相信人有灵魂，40%相信转世再生。当回答“你在宗教崇拜仪式之外经常向上帝祈祷吗？”这个问题时，82%说他们“有时”祈祷，1/4的人说他们“经常”祈祷。只有2.4%的冰岛人说他们是“确定的无神论者”。这些资料表明冰岛并非一般所说的“世俗化了的社会”。因此，欧洲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人们不再相信宗教，而是为什么人们继续相信但总是觉得不需要时常参加教会活动。

斯达克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世俗化理论在解释宗教现象时的乏力，他的结论是：“时辰已到，该把世俗化教条抬到失败理论的墓地中去，并轻轻道一声：‘安息吧’。”（第3章）

三，新范式的探索

所谓新范式是相对于旧范式而言的。斯达克指出，从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伊梅尔·迪尔凯姆、维廉·詹姆士、卡尔·荣格、西格蒙·弗洛伊德，这些社会科学的代表人物对宗教现象有过大量论述，被人们看作是既成智慧。虽然他们的具体见解各异，但对宗教的关键认识却非常一致
，形成了近3个世纪以来的主流研究范式。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宗教是错谬和有害的。对个体而言，它妨碍理性思维；对社会来说，它神化暴君。宗教是烦恼、失落和苦难的止痛药，西美尔称之为“镇静剂”，马克思说它是“鸦片”。

第二，宗教注定要衰亡。后来这被归纳为“世俗化命题”，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宗教制度、行为和意识都将失去其社会意义。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教科书写到：“宗教演变的未来是绝灭。……科学知识的日益充足和传播，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注定将在全世界消失。”

第三，宗教是一个附属现象。宗教并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更根本的社会现象的反映。马克思、杜尔凯姆、威尔逊等社会科学家如此，一般媒体在谈到宗教时，也早已习惯于寻找其物质和世俗基础，比如说到福音派增长的原因，必定与性压抑、离婚、城市化、种族主义、社会变迁等因素有关。

第四，宗教主要是一种心理现象，对宗教个体的研究远超过宗教团体，很少将宗教看作是社会现象。

第五，宗教多元对社会是有害的，信仰垄断具有优越性。因为在有宗教竞争的地方，信仰往往会受到怀疑。“一个选择的宗教比一个命定的宗教软弱，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选择了神灵而不是神灵选择了我们。”

对于这一旧的研究范式，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人发现与现实不符。197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寻求新范式的必要，1980年代，出现了最终替代世俗化模式的碎片。90年代中期，这一替代终于来临。

斯达克在本书中，系统阐述了新范式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宗教与个人的关系上，宗教是精神健康甚至身体健康的一个可靠根源。斯达克引用了很多实证研究说明，宗教对于健康有正面作用，而且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和时间。在老年学领域，关于宗教和老龄化关系的研究急速增加，以至出现了《宗教老年学期刊》（Journal of Religious Gerontology）。有很多研究表明，“宗教参与性较强的老年人比不太参与宗教的老年人倾向于享受更好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上，新范式证明，宗教和阶级的关系很微弱。宗教不仅是人民的鸦片，也是“安非他命”，有鼓动人民反抗的功能，最近的一个事例是宗教成为东欧事变中的主要动员力量。早期基督教根源于无产者苦难的观点，被学者们一致认为是“想象的历史”，实际上早期基督教对特权阶级的吸引力最大。简单地认为宗教对社会有害，是一个政治的而非科学的论断。

第二，宗教必然衰亡的论断难以成立。斯达克用堆积如山的事实埋葬了世俗化命题，世界各地宗教参与的减少，远逊于宗教参与的增长。即使在宗教参与一向较低的欧洲，绝大多数人对于宗教的基本信条依然表示有坚定的信仰。

新范式还特别论证，科学与宗教互不相干，科学的传播不能决定世俗化。卡耐基委员会（Carnegie Commission）在1969年进行了一个大型问卷调查，对象是60,028教授，占美国大学教授的1/4左右。这一调查有两个突出的发现，一是科学家的宗教性程度相对很高，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深具宗教性或相当具宗教性。二是最不宗教的人是在最少科学性的学科中，学科越具科学性，科学家就越具宗教性。数学、统计学、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等的教授，其宗教参与程度远高于社会科学领域，而跟“原始”和“宗教”关系最为密切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占据了不信之塔的顶端——其从不参加教会活动、不称自己是宗教人、说自己没有宗教的比例，要高出数学家约1倍。(第2章)以至有人不无讥讽地说：有些学科的教授倾向于非宗教，正是因为他们的学科不太够格成为发达的科学。

    第三，宗教现象有宗教原因，宗教教义本身就常常引发后果。比如在罗马帝国大瘟疫流行时期，基督教努力照顾病人，非基督徒则大多回避和抛弃染病的家庭成员。基督徒这种努力的根本原因是教义性的：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终结，因此有义务成为彼此的守护者。斯达克强调，“承认教义是原因，会迫使人们认识到，任何宗教的最根本方面是其超自然观念”。（第1章）

第四，强调宗教的社会性而不是其心理性。为什么宗教参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如此之低而在美国如此之高？为什么天主教的有些修会能吸引新会员，而另外一些则不能？为什么对会员要求严格的教会比要求宽松的教会强壮得多？为什么多数小宗派运动归于失败？为什么奇异宗教（CULT）运动在加拿大的和美国的西岸兴盛，为什么它们在欧洲更加成功？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可以被归纳为单纯的心理问题。

第五，新范式最有新意的理论是宗教多元和竞争会促进宗教繁荣，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市场论”。斯达克认为，在一些主要元素上，宗教系统与经济系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宗教市场的构成包括现有和潜在的信徒需求，寻求服务这一需求的供应者和各种各样的宗教产品。斯达克的核心观点是：在宗教市场上，人们的宗教需求长期来说是稳定的，宗教变化的主要根源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应者。如果宗教市场完全受市场驱动，没有外在管制，就必定导致宗教的多元和竞争，进而产生热切而有效的宗教供应商，促进人们消费宗教的水平，出现宗教的繁荣。相反，如果宗教市场由国家垄断，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产品，进而降低宗教的消费水平，引发宗教的衰弱。斯达克得意地说，把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原则应用在宗教现象上，将会取得极为巨大的解释力。

四，宗教市场论

    承认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观念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共同基础。然而，一旦将宗教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命题就出现了例外。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宗教行为必然是非理性的，因为人们会因为信仰而奉献、禁欲、苦行直至牺牲。理性的人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

与传统的理解相反，宗教市场论的起点，就是将宗教行为理解成理性的。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便在宗教生活中，人们也是期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宗教徒“消费”宗教“商品”，与他们消费世俗商品一样，都是权衡代价和利益之后的结果。斯达克说，人们“在其信息和理解的局限之内，在可行的选择的制约下，在其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总是试图做出理性选择”。（第1章）无神论者当然难以理解为宗教信仰而牺牲，但如果有人相信神灵会奖赏其牺牲，那对他们来说，牺牲行为就是完全理性的。以伊斯兰教为例，

“安拉跟每个人都有一本帐。每一件善行都记作对这人有利，而每次恶行都是欠债。这本帐一般会一生计算，但必须有最后的结算，要付清全部的余款欠款。……安拉当然是最熟练的计算者，他不仅把每个人的帐都最精确地记录，为审判之日作准备，而且他随时可以面对信徒或非信徒报出其帐目。”

基于这一思路，穆斯林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应对安拉的结算，他当然可以由此祈祷、奉献、禁欲、苦行，直至殉道牺牲。其他宗教也莫不如是。

宗教市场论认为，由于人们在宗教生活中充满着理性选择，而非愚昧的盲从，在相似的条件下人们总是选择最好的商品，因此，分析宗教兴衰的奥秘就不再局限于人们的宗教性的抽象升降，而是取决于教会是否提供了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依据宗教市场论，在没有政府管制，完全市场调节的环境下，宗教士的努力程度和水平将决定其兴衰生灭。基于生存和发展的本能，教会必定竭力奉献符合社会需要的宗教产品以赢得信众，这将意味着宗教的多元和竞争。竞争或许造成具体教会有兴有衰，但在总体上必定提高社会的宗教消费水平，促进宗教的繁荣。斯达克说，“如果宗教经济是无管制的和有竞争的，宗教参与总体程度会高。”“宗教多元（多个供应者的存在）的重要性只是由于它增加了选择和竞争，提供给消费者幅度更广泛的宗教奖赏，迫使供应者作出更多的回应和工作更有效率。”

如果政府管制宗教市场，规定一定的官方教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宗教垄断，那么不仅不会激发出垄断教会和皮特·伯格所期待的社会普遍的宗教信心和认同，宗教生活在整体上反而会衰弱。因为不需要借助任何经济学原理就可以知道，当人们不需要工作或者没有工作动力时，自然倾向于不工作或少工作。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公司不为维持强劲的市场而努力，结果是宗教参与的总体程度降低，普通人的宗教活动最小化，并拖延宗教代价的支付。

能否确立一种好的宗教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呢？宗教市场论认为，人们的宗教需求是不同的，存在着各自的宗教“区位”，因此宗教多元是先天的。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宗教需要，没有一家宗教公司能够“既是此世的又是彼世的，既严格又纵容，既排他又包容，既善表达又喜缄默，既严峻又松散”。每一家宗教公司都会定位在一个特定的信仰区位或者一组相关联的区位上。即使有国家的全部强制力量作后盾，宗教市场也不可能被完全彻底地垄断。“当国家的镇压足够强烈时，与国家支持的垄断教会竞争的宗教公司就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是，一当镇压放缓，多元就会开始发展。”

宗教市场论的根本魅力，在于其对现实宗教生活的强大解释力。如何理解宗教在美国的繁荣，这是在旧范式框架下备受困扰的问题。有人满足于断言美国宗教缺少深度，表面的普遍流行是虚幻的。欧洲学者喜欢将其归咎于美国文化的落后，群众幼稚而轻信，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太小。

依据新范式，美国宗教活力的真实原因要到供应方面而不是需求方面寻找。基于政教分离的传统，美国政府对于宗教组织事务的干预相对稀少，历经2个多世纪的自由竞争，美国宗教组织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成长。现在美国有1,500多个宗教宗派，成员超过100万的24个。每个团体的生存都完全依靠自愿奉献，而美国人的宗教捐款目前是每年600多亿美元，即18岁以上的公民中平均每人330美元。这还没不包括许多给建筑基金、教会学校、医院和海外宣教的奉献。1996年，美国有23亿多美元的奉献支持宣教士，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去欧洲的宣教士身上。(第9章)

这一事实的根源就是自由的宗教市场所释放出来的强大竞争力量。欧洲人在19世纪对美国宗教的评价依然有效：“不仅美国在人口比例上有比欧洲大陆和英国都更多的神职人员，而且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懒惰的；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为他们堂会的灵性而尽心竭力。因此，美国人享有三重的优越性：他们有更多的传道人，他们有更活跃的传道人，他们也有更便宜的传道人，这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

欧洲宗教表面衰弱的原因也可以在宗教市场论的框架下得到很好的解释。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德国，国家教会的教士既是公务员又是工会成员，无论做礼拜的人数多少，教士的收入和任期都是稳定的，空寂的教堂比坐满的教堂更省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期望教士竭尽心力地劳作以吸引更多的信众反而是不理性的。

以瑞典为例，国家强制征收教会税，甚至不属于国家教会的人也要交纳这项税款的40%。政府负责教士的工资、建筑教堂以及维修。大主教的工资高得近乎总理。作为公务员，教士还有保存国家的生死统计等市政功能。这一宗教垄断造成的结果是，瑞典教会的成本奇高，而生产力低下。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可以容纳数百甚至数千人的大教堂，星期天只有一小群人参加礼拜。而这些教堂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维持，但甚至就是他们也往往不参加礼拜，因为“他们整个星期工作都很努力，他们想在星期天休息。”免费宗教的代价当然是低度的奉献，瑞典宗教信徒的直接捐款几乎是零。斯达克总结说，欧洲社会表面的“世俗化”不是缺乏宗教“需求”、而是缺乏有活力而又吸引人的宗教“公司”的结果。

依据宗教市场论，美国保守性的教派日益增长，开放性的教派走向衰弱的事实也得到合理的解释。保守性的教会对会员的要求严格，会员的付出更多，但教会提供的此世或彼世的奖赏也更高。而在与神灵的交换中，人们愿意为更可靠的神、更易回应的神、作用范围更广的神付出更高的价格。保守性的教会在神学上往往提供更有价值和更少风险的宗教奖赏，具有更强的排他性，而当排他性公司出现在非排他性组织统治的宗教市场版块时，排他性组织将取得统治地位。

宗教市场论也予新兴宗教现象以妥帖的解释。新兴宗教公司进入自由市场后的成功程度跟既存宗教公司的效率和多样性成反比，传统教会软弱或懒惰有多少，新兴宗教运动就兴盛多少。透过这一视点，欧洲新兴宗教发达的理由一目了然。

五，结语

对中国读者而言，宗教市场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与皮特·伯格的自我更正相呼应，中国读者也到了改变宗教观念的时候了。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宗教在中国社会和学术话语中的理解基本是负面的。中国学者通常将其理解为现代中国特殊语境的产物，斯达克的著作则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负面地理解宗教的意义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现象，中国读者的宗教认知是文艺复兴以来这一全球性现象的一部分。

    不是信众的宗教需求而是教会的宗教供给决定了宗教的兴衰，这一宗教社会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为关心宗教问题的中国读者提供了理解当代宗教的钥匙。为什么欧洲那样发达的地方还有人信仰藏传佛教？在西方为什么最具理性精神的科学家依然有较高的宗教性？为什么美国既最具现代性又最具宗教性？为什么科技发展了宗教信仰还没有衰弱？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的新兴宗教乃至邪教，而且拥有如此多的信众？这些问题不仅为一般大众所关心，共产党员乃至国家高级领导人也不时发出疑问。在宗教市场论的理论视角下，百思不得其解的这些难题将涣然冰释。或许这是此书在中国出版的社会意义所在。

    宗教市场论所阐述的社会管制与宗教发展的关系，与中国当代宗教生活也极为吻合。只有在自由的宗教市场，也就是非管制的市场，宗教经济才能充分地成长发育起来。在宗教垄断的状态下，宗教市场一般会比较萎缩。基于大众信仰区位的多样性，宗教多元是先天的，完全的宗教垄断是不可能的。如果社会对竞争者的压力过大，他们将转入地下与垄断者分庭抗礼。一旦压力放松，将立刻反弹。这些论断都可以在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活中得到佐证。中国的天主教地下教会的起伏，部分基督徒对教会的拒斥以及对家庭聚会的热衷，佛教夏令营等新兴传教手段的广泛运用，都显示了市场的作用。为了解读中国宗教，译者杨凤岗博士还主张将中国的宗教市场进一步细分，区分为红市、黑市和灰市。可以说，宗教市场论为解读中国宗教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新视角。

关于教义本身就是宗教原因的论断也有一个最新的中国例证。在2003春天“非典”流行期间，许多医院以平时工资的10倍也就是每月4000元的薪水招聘不到护工，这时一些佛教居士挺身而出，志愿到医院作免费义工。或许在这一时刻他们的心底回响着佛陀无畏布施普度众生的教导。

    对中国读者而言，宗教市场论不仅为我们理解当代宗教开辟了新的窗口，而且中国的宗教文化背景也应该对宗教市场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用“宗教市场”一词表现宗教生活的理性基础，说明人们在宗教生活中也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许多人对此感到很不舒服：怎么可以把这样庸俗的经济学原理应用到神圣的宗教事务中呢？为此，斯达克不得不引用《梨俱吠陀》、《圣经》和《古兰经》等经典中的大量语录，以销蚀人们对他大逆不道的指责。然而如果斯达克有佛教学的背景，他的论证或许不会这样吃力。佛教从不讳言“利益”，明确声称信仰佛教的目的就是积累功德，获得“利益”，这些利益既有此世，亦含彼世。最大的利益则是听闻佛法，体悟佛道。“我等诸佛，护持此法，令未来世一切菩萨，皆悉得闻，获大利益是也。”
“谓佛在世，当机之众，闻法悟道，获大利益，是名利今。谓佛灭后，一切众生，亦得闻经受法，修行悟道，获大利益，是名利后。”
从佛教的观点看，为了获取开悟这一根本的大利益，布施、持戒、忍辱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简而言之，《宗教市场论》中文版的问世一方面会帮助中国读者了解国际宗教学最新的理论发展，同时人们也期望能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宗教现象的解释，并在这一过程中予其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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